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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成年礼的中国医学人类学
□景　军

［摘　要］　针对二十多年来中国医学人类学的发展，从论文数量、研究问题、人才培养、社会相关性

等角度，阐述其演变历程、现况和主要动态，提出一部分可以进一步开发的研究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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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老一代说起

在
中国老一代人类学家中，针对健康和疾病问

题发表过系统研究的学者为极少数。因之，

潘光旦和许烺光从事的健康问题研究显得

十分瞩目。潘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集中体现在他

１９３７年出版的《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一书。在此

书中，潘先生全面分析了旧时中国人的陋习与国民

健康水平低下的关系，认为一个民族的盛衰兴亡取

决于民族分子的能力和品质，后者又取决于人文主

义的优生学以及人的适应力或应变能力。但潘先生

没有用田野调查素材支撑他的卫生论著，而是从国

民性批判的角度审视中国人的健康问题。许烺光的

相关研究则不然。他用英文撰写的《云南西部的魔

法与科学》（Ｆｒａｎｃｉｓ　Ｈｓｕ，１９４３）牢牢扎根于１９４２年

他在云南西镇从事实地调查时对一场霍乱爆发所做

的田野观察记录。许先生在后来出版的英文著作

《驱除捣蛋者》（Ｆｒａｎｃｉｓ　Ｈｓｕ，１９８３）一书中更加细致

地解读了他在云南西镇收集的田野资料，而且将

１９７５年他在香港亲身经历的一次鼠疫流行情况纳

入了分析之中（许烺光，１９９７）。

在田野志内容和学术思辨层面，《驱除捣蛋者》

实属《云南西部的魔法与科学》的扩增版。在该书一

开头，许先生就谈到了两个“不以为然”，即对西方人

类学将迷信与宗教分割不以为然并对西方人类学将

迷信和宗教与科学对立不以为然（许烺光，１９９７：９）。

这是因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西方人类学将迷信、

宗教、科学之间的差异放在社会进化论的理论框架

中加以认识。马林诺斯基等人还就此类做出过一系

列论述，认为迷信与宗教之所以不同，在于迷信以功

利主义为基础，以具体的行动达到具体的目的，属于

原始文化的特征；同时，宗教与科学也不同，因为前

者以有组织的信仰和固定的价值观为核心，而后者

则以理性的实证精神为依托。按照马林诺斯基等人

的说法，迷信、宗教、科学分别代表着三个截然不同

的社会形态，即原始社会、文明社会、现代社会。对

此说法，许烺光在《驱除捣蛋者》一书中采取有根据

的批判态度。他的田野记录和分析显示，无论在２０
世纪４０年代的云南西镇还是三十多年后的香港，人

们对瘟疫的反应毫无冲突地将所谓的迷信、宗教和

科学手段结合在一起。例如，突显迷信的护身符用

于驱赶瘟神，与彰显宗教精神的亡灵超度仪式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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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合为一股；代表科学理性的药物治疗和隔离措施

也与此同时得以实施，而且毫无障碍。许先生的研

究和结论不但表现出他对传统文化和现代科学并行

存在的深切理解，还体现了他对西方人类学有深度

的反思。

虽然像许烺光那样从事健康和疾病研究的老一

代人类学家为极少数，旧时的中国人类学对人类的

躯体问题普遍表现出了高度关注，这集中反映在人

体测量研究之中。例如，费孝通在学生时师从史禄

国，用了一年时间分析史禄国收集的华南人体测量

数据及一位日本学者收集的朝鲜人的体质数据（费

孝通，１９９４：１３）。林耀华在四川凉山进行调查时也

有彝族人体测量一项（王建民，２００７：９；杜靖，２００８：

１８５）。虽然费孝通和林耀华没有留下人体测量报

告，但罗香林等人针对客家人和疍民的人体测量研

究留下了大量数据分析记录（程美宝，２００８）。特别

值得提到是李济先生。在１９２３年完成的博士论文

中，李济将人体测量数据与史书记载的城池建造和

姓氏演变相结合，系统分析了汉族的形成问题（李

济，２００８）。凌纯生、芮逸夫、吴定良、陶云逵、马长寿

等人也曾在少数民族地区、军营或监狱从事人体测

量研究并留下了分析记录（戴成萍、张海洋，２００３；黄

兴发，２００９）。但老一代学者做人体测量的目的并不

是研究健康或疾病问题，而是在体质层面探讨所谓

的人种或民族差异。所幸的是，这些研究留下了一

部分可以反映营养问题的身高和体重测量结果，也

许可以帮助我们反思一部分以往研究的结论。

在众多的调查报告中，中国少数民族常年体弱

多病的说法屡见不鲜，好似这些民族从来没有过一

个健康良好的历史经历，一直在瘟疫横行的条件下

勉强生存。在涉及人口较少的所谓小民族时，这种

刻板印象会更深刻。但健康是一个相对概念，要放

在具体的生态环境和历史时期加以考虑。以２０世

纪初期仍然靠采集狩猎生活的小民族为例，其健康

水平在历史上很可能超出从事农耕的汉族。原因在

于采集狩猎民族的生活地域辽阔、饮食构成多元，既

包括通过狩猎获得的动物蛋白，也包括采集的根茎

作物和野果。由于人口稀少，流行病即便出现也必

定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传播，在最终的宿主死亡后

就会悄然停止。而小民族周边的汉族则靠着单一的

饮食结构过活，忍受着接连不断的饥荒，而且一次又

一次地遭受流行病的侵袭。如果深入挖掘，我们或

许可以从身高及体重的记录中看出历史上的少数民

族之间或与汉族相比的体质差异或趋同。这样的比

较研究也许有可能帮助我们在中国找到萨林斯所说

的“最初富裕民族”，即通过采集狩猎就可做到不愁

吃穿、营养富足、劳动时间较短、家庭关系紧密而且

身体康健的初民社会（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Ｓａｌｉｎｓ，１９８９）。目

前，涉及少数民族体质的研究仍然停留在共时性研

究层面，还没有把多民族的体质问题放在历史人类

学和医学人类学的视野内加以历时性的对比研究

（陈白滨，１９９９；黎彦才，１９９３；陆玉炯，２００８；方征，

２００９）。①

二、医学人类学在当代中国的崛起
严格地讲，中国的医学人类学是在改革开放后

才在真正的意义上兴起。更严格地讲，过去２０年才

是中国医人类学的发展期。之前的所谓中国医学人

类学并没有形成规模，只有个别学者通过介绍性文

章倡导中国人类学对医学人类学的重视。进入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之后，医学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迹象开

始明显，到千禧年后更为如此。而到中国人类学民

族学研究会召开２０１１年的年度会议之际，年会所举

办的１５个专题会议就有两个属于医学人类学范畴，

共宣读论文二十多篇，而且绝大数以田野发现为依

据。另外，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期间，仅《广西民族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家刊物所登载的医学人类

学论文就多达２４篇。②

毫无疑问，推动中国医学人类学发展的力量不

仅限于中国大陆，而且包括港台同仁、外国学者以及

大多数时间在海外做研究的大陆学者。这一来自海

外的推动力表现在大量翻译著作、介绍海外研究的

文章、合作研究项目、机构建设或共同发表的期刊论

文或论文集之中。

但为了清晰地呈现医学人类学在中国大陆的发

展和现状，笔者觉得有必要将审视的焦点放在那些

主要在中国大陆生活和工作的学者群体以及这一群

体的研究成果。

从研究问题的广度和深度判断，中国医学人类

学在过去二十多年所取得的成果超越了在同期可以

对比的中国医学社会学。北京大学刘继同教授在

２００８年发表的《中国医学社会学研究３０年》一文中

指出，“全国性、中国化的医学社会学尚未起步，大量

急迫、严峻、重大的社会现实需要与医学社会学边

缘、落后、低下研究状况不相适应”。刘继同用“医学

社会学”作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检索发现，在１９７９

～２００７年期间“有关的文献共计只有１０３条，其中

①

②

这些由新一代学者做出的研究都对当代少数民族的体质

（包括身高和体重）有所分析，同时还有对遗传数据的分析，但都没有
利用老一代人类学积累的身体测量数据做出相关的对比研究。

该数字由《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在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５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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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包括有关介绍外国医学社会学的文章”（刘继同，

２００８：１３７）。相比之下，中国人类学虽然在学者和学

生人数上远远少于中国社会学，但在对健康和疾病

问题的研究中展现出更大能量，既做到了将重大现

实问题与医学人类学研究的紧密结合，又发表了数

量可观的研究成果。

用“医学人类学”“医疗人类学”“健康人类学”等

关键词检索，在中国知网可查到二百多篇医学人类

学文章。在剔除书评、通讯、翻译文章、会议论文、词

条、机构介绍或人物简介之后，一共有１０７篇属于实

质性研究论文。将这１０７篇文章用四个时段考察，

１９８４～１９８９年有两篇，属于学科介绍性文章；１９９０

～１９９９年有２１篇，多是讨论理论和方法的文章；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有５４篇，其中２７篇包括田野调查发

现；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有３０篇，其中１５篇以田野调查

为后盾。可见，１９９０年后，讨论理论和方法的文章

明显增多；在２０００年后，越来越多的文章以田野调

查为依托，而不是做书斋人类学。

在中国知网还可以找到８篇以医学人类学为研

究方向的优秀硕士论文，包括《泸沽湖摩梭人民族药

物学研究》（杜娟，２００６年，成都中医药大学）、《中国

乡村社会的医学多元主义》（杨蓉，２００７年，厦门大

学）、《维吾尔族医药民俗研究》（吐逊江·买托乎提，

２００７年，新疆大学）、《湖北武当地区的叫魂习俗》

（李智，２００８年，北京师范大学）、《内蒙古地方公共

卫生进程的人类学阐释》（王剑利，２００９年，中央民

族大学）、《管村的医疗场域和惯习》（管志利，２００９
年，苏州大学）、《云南纳卡村老年慢性疾病的民族生

态学研究》（王俊，２０１０年，云南大学）、《生育中的清

与真》（耿雅丽，２０１０年，中央民族大学）。在这８篇

硕士论文中，《泸沽湖摩梭人民族药物学研究》特别

值得关注，原因在于作者将民族药物学与医学人类

学的思想和研究方法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属于一篇

将自然科学与人类学有机结合的佳作。

虽然数量可能更多，但到目前本人通过中国知

网和其他途径查到的医学人类学博士论文一共１１
篇，包括《从医学人类学和科学社会学角度探讨压痛

诊断方法》（胡卫国，２００２年，湖南中医学院），《甘肃

戒毒所的调查与研究》（李冬莉，２００３年，中央民族

大学）、《蒙古族萨满医疗的医学人类学阐释》（乌仁

其其格，２００６年，中央民族大学）、《贫困、焦虑、艾滋

病》（孙咏莉，２００７年，中央民族大学）、《滇西高速公

路沿线的艾滋病风险》（高一飞，２００８年，中山大

学）、《生命商品：社会学视野下的中原血液市场》（苏

春燕，２００９年，清华大学）、《生命赠与：中国血液捐

赠的个案研究》（余程普，２００９年，清华大学）、《医学

化与网络成瘾性治疗》（韩俊红，２０１０年，清华大

学）、《行走在边缘：云南城子镇的村医职业变迁》（余

晓燕，２０１０年，清华大学）、《冀南村民患病经历研

究》（郇建立，２０１０年，清华大学）及《乡村回族妇女

疾病与健康的人类学研究》（孙金菊，２０１１年，兰州

大学）。在这１１篇博士论文中，《行走在边缘》最具

田野志撰写所应有的深度，做到了人类学家张小军

所说的“三足鼎立”，即扎实的田野工作与清晰的理

论框架和有针对性的方法之紧密结合（张小军，

２００７：２７）。

直到动手撰写这篇文章时，笔者能够找到并拜

读过的医学人类学专著共６本，即《云南藏医历史与

文化》（张实，２００７）、《彝族医疗保健》（刘小幸，

２００７）、《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

读》（吴飞，２００９）、《蒙古族萨满医疗的医学人类学阐

释》（乌仁其其格，２００９）、《医学人类学视野下的毒

品、艾滋病与边疆社会》（沈海梅，２０１０）及《面对艾滋

风险的自律与文化》（刘谦，２０１０）。在这６本专著

中，吴飞的《浮生取义》极为值得推荐。在这部关注

农村自杀问题的专著中，作者从死与生入手，从舍命

看到取义的内在逻辑，然后在家之礼、人之宜、国之

法三个层次对中国文化中的自杀问题加以讨论，对

三十多起自杀案例给予了细致的解读并以田野细节

之美做出了精湛地分析。

至于教科书，《医学人类学导论》（陈华，１９９８）、

《医学人类学》（席焕久，２００４）、《文化与健康：医学人

类学实践》（徐一峰，２００５）、《医学人类学》（张有春，

２０１１）对初学者来说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对开设医学

人类学入门课程起着奠基作用。此类教科书虽然比

较清晰地介绍了医学人类学的历史和理论，但还缺

乏有深度的案例，难以让学生在细节之中深刻地体

会到医学人类学的魅力。这是今后医学人类学教科

书编写工作需要弥补之处。

从选题的社会相关性看，两大领域受到高度关

注，一是与少数民族紧密相关的健康理念、医疗多元

化、民族医学、村医与现代医学的实践以及生态环境

与健康的关联（杜娟，２００６；吐逊江·买托乎提，

２００７；耿雅丽，２０１０；孙金菊，２０１１；刘小幸，２００７；乌

仁其其格，２００９；王俊，２０１０；张实，２００７；王剑利，

２００９；余晓燕，２０１０）。二是与艾滋病相关的风险观

念、风险行为、人口流动、高危人群的社会组织、血液

买卖、吸毒与戒毒等问题（富晓星，２００６；高一飞，

２００８；景军、郇建立，２０１０；李冬莉，２００３；李飞、庄孔

韶，２０１０；沈海梅，２０１０；刘谦，２０１０；孙咏莉，２００７；雷

亮中、和文臻，２０１１；张有春、Ｓｃｏｔｔ　Ｂｕｒｒｉｓ、富晓星，

２００８；庄孔韶、杨洪林、富晓星，２００５；庄孔韶、赵世

玲，２００８；庄孔韶、赵世玲，２００９；兰林友，２０１０；翁乃

群、杜娟、金黎燕、侯红蕊，２００４；景军，２００４）。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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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在这两个领域中所发表的论文为最多，高度体现

了研究议题的社会相关性。其他相对比较集中研究

过的题目包括就医行为、自杀问题、疾病歧视以及临

终关怀（管志利，２００９；韩俊红，２０１０；郇建立，２０１０；

李智，２００８；吴飞，２００９；景军、吴学雅、张杰，２０１０；景

军，２００４；刘燕舞，２０１０，２０１１；雷亮中，２００３；景军，

２００６；张有春、李晓林，２００５）。

从机构建设的角度看，现在有正式名称的医学

人类学机构有三家，即复旦大学与哈佛大学合办的

医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中山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合

办的医学人类学与行为健康研究中心以及辽宁医学

院人类学研究所下属的医学人类学研究室。另外，

提供医学人类学课程的院校至少有７个，包括复旦

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云南大学、中国人民大

学、清华大学和辽宁医学院人类学所。需要指出的

是，中国社科院、中央民族大学、兰州大学、云南省社

科院、、昆明医学院健康研究所、上海社科院人类健

康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以及北京协和医学院的人类

学博士后流动站，也先后在医学人类学研究和人才

培养方面做出了较大贡献。①

若以学术带头人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努力而论，

陈华和庄孔韶可谓表率。

与其他学者相比，中山大学的陈华教授较早地

步入医学人类学领域，在对学科理论方法介绍方面

起到了奠基作用。他在１９９８年出版的《医学人类学

导论》是中国最早出版的医学人类学教科书，以民族

医学、民族精神病学、营养人类学、生命周期等问题

为要点，探讨了医学人类学的源流、理论和方法。他

于２００５年出版的《体育人类学》在谷歌学术搜索网

记录的引用率为１６６次。他在２００６年出版的《寻找

健康———医学人类学调查与研究》收录了他自己的

４篇论文和他的学生的４篇论文，针对中医、草药疗

法、藏医传统、影响流动人口健康的社会文化因素、

乡村卫生保健体系以及农村女性生殖健康等问题给

予了相当细致的分析。

中国人民大学的庄孔韶教授则主要在两个领域

推动了医学人类学研究。在艾滋病研究中，他从亲

属制度和仪式制度入手分析了大凉山彝族对禁毒的

态度并从社会网络的角度剖析了性工作者的组织形

态。在庄孔韶的带领下，相当数量的一批青年学者

（如富晓星、嘉日姆几、李飞、张有春、雷亮中、赵世

玲、和文臻、黄剑波、孙晓舒、刘谦、张庆宁、宋雷鸣）

先后进入了艾滋病研究领域（富晓星，２００６；嘉日姆

几，２９９７；李飞，２０１０；张有春，２００８；庄孔韶、赵世玲，

２００８；庄孔韶、赵世玲，２００９；雷亮中、和文臻，２０１１；

黄剑波、孙晓舒，２００７；刘谦，２０１０）。另外，庄孔韶和

他的同事及学生一起从民间信仰、民族文化、宗教情

结、生死观念等纬度研究了临终关怀所涵盖的一个

双重命题，即医学理念与文化理念在生死问题上的

碰撞（庄孔韶，２００７；黄剑波、孙晓舒，２００７；富晓星、

张有春，２００７；嘉日姆几，２００７；李晋，２００７；张庆宁、

卞燕，２００７）。我们也许还应该提到，庄孔韶在２００４

年主持拍摄过一部反映大凉山彝族民间禁毒行动的

纪录片。这部影片的摄制和播放得到了地方电视台

的大力支持，可以视为影视人类学和医学人类学的

相互结合运用于中国少数民族健康促进的典范（庄

孔韶、杨洪林、富晓星，２００５）。

上述情况揭示，中国医学人类学到目前已经完

成了一个历史性转型，从早期的学科介绍、学科建设

倡导、著作翻译、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探讨迈向了

教材编写、课程开设、研究人才培养和比较扎实的田

野调查。这也就是本文题目中提到的“穿越成年礼”

之含义。

若以概要的方式表述，中国医学人类学在改革

开放之后的发展得益于三个主要推力。② 第一是对

海外研究和著名学者的关注，其中，哈佛大学的凯博

文教授当属受到关注最多的海外人类学家，已经有

三部翻译著作在中国大陆出版（凯博文，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第二是一部分人类学学者在２００１年开始主

动介入到艾滋病防治项目，对吸毒、卖血、性产业、女

性生殖健康等诸多问题给予了系统研究，以艾滋病

为切入点的人类学研究起到了一个带动作用，为人

类学针对其他疾病的研究铺垫了道路；三是很多人

类学家高度重视了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医学传统和

少数民族地区的医疗多样化，在跨文化的视野下和

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发表了一定数量的专题研究成果

（杜娟，２００６；刘小幸，２００７；吐逊江·买托乎提，

２００７；张实，２００７；乌仁其其格，２００９；刘夏蓓，２００６），

此类研究以文化相对论为前提，对传统医学和民间

疗法采取了理解和充分肯定的态度。

三、进一步发展的路径
虽然还有很多的努力尚待做出，中国医学人类

学在过去二十多年的进步绝非是来自中国学者对自

我的想象，更不是西方学者对中国人类学的想象。

①

②

庄孔韶于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７日提供有关北京协和医学院的
信息。

有关三个推力的说法，另见徐义强，《近３０年中国医学人类
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思想战线》，２０１１年，第３期；张宁、赵利生，
《三十年来中国医学人类学研究回顾》，《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１１年，第

２期。需要说明，徐义强及张宁和赵利生撰写的中国医学人类学回
顾文章对本人有很大启示。这两篇文章有的观点很相似，但所引用
的研究成果并非雷同，可以作为进一步了解中国人类学的另一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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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国情和文化差异，中国医学人类学家同其他

地区的同行一样，也是以研究人类健康、疾病、医疗

保健制度及人类的生物文化适应性为主，从事的工

作绝不是医学的附庸，也不是机械的应用研究。当

然，中国医学人类学对生命科学和现代医学的研究

成果有过很多借鉴，而且需要继续借鉴，但这些学者

（在此转借人类学家罗红光的一句话），属于一批“不

甘寄生于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家们”（罗红光，２０１１：

１）。

在未来发展中，中国医学人类学需要攀援的一

个台阶就是要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一定数量的文

章。另外一个需要下功夫的领域是建立研究和人才

培养的国际合作。因之，对西方医学人类学的成长

轨迹、现况、理论导向、机构建制及核心期刊的了解

和熟习相当必要。

西方医学人类学兴起的缘由在于二战后西方现

代医学在全球范围的空前普及。虽然很多被西方列

强所殖民的国家在二战后纷纷独立并选择了不同的

政治制度，在医疗卫生领域则选择了以西方现代医

学为主导的医疗模式。西方现代医学的强势一方面

威胁到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传统医学，另一方面也遭

受到地方文化的挑战、抵制或限定。到２０世纪７０

～８０年代，不少发展中国家经历了疾病谱的转型，

被旧有的传染性疾病和日益严重的慢性疾病双重夹

击。另外，医学的突破带来一系列生命伦理问题，如

新药的昂贵价格、抗生素的滥用及器官移植手术所

引发的健康不平等后果。再有，于１９８０年代初开始

流行的艾滋病凸显了弱势群体和贫困国家的脆弱

性。尤其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国民预期寿命

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出现大幅度滑坡现象，其中最

重要的拉力就是艾滋病的流行。诸如此类的问题正

是人类学研究的兴奋点。

作为一门分支学科的名称，医学人类学一词首

次被使用的时间是１９６３年，以美国《人类学双年回

顾》一书中题为“医学人类学”的独立章节为标志。

（Ｓｃｏｔｃｈ，１９６３）在北美和欧洲国家，用于指代医学人

类学的名称包括“健康人类学”、“疾病人类学”及“医

药人类学”。从机构角度看，美国人类学学会下属的

“医学人类学学会”于１９６８年成立。英国皇家人类

学学会下属的医学人类学委员会在１９７７年成立。

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管理的医学人类学委员会

成立于１９８５年。虽然欧洲社会人类学学会下属的

医学人类学网络一直到２００６年才成立，但欧洲人类

学家早在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就已经从事了比较有

系统的健康和疾病研究。目前，北美和欧洲的医学

人类学专门刊物有９个，其中７个在美国和英国出

版。①

笔者认为，贯穿西方医学人类学历程的四个研

究视角需要中国医学人类学家的特别关注。一是社

会文化视角，即对现代医学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加

以研究（如影响疾病控制的文化因素）、对各种传统

医学的历史和实践加以研究（如中医、印度医学、阿

拉伯医学）以及对疾病和健康的象征意义加以研究

（如不同文化中的病人对疾病诱因的解释模式）

（Ｐａｕｌ，１９５５；Ｌｅｓｌｉｅ，１９７６；Ｈｅｌｍａｎ，２００７）。这一研

究取向的意义在于重视医学体系和疾病认知的多元

化，在文化多样性的层面将医学人类学研究镶嵌在

人类学的主流之中。二是政治经济视角，即根据有

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分析框架看待疾病和健康问题。

在这个视角下得以剖析的案例包括现代化对北美印

第安人健康的负面作用、医学私有化如何作为西方

后殖民主义工具的问题以及海地的艾滋病与美国性

产业和旅游业的密切关系（ＭｃＥｌｒｏｙ　＆ Ｔｏｗｎｓｅｎｄ，

１９７９；Ｎａｖａｒｏ，１９８６；Ｆａｒｍｅｒ，１９９２）。这一研究取

向的意义在于揭示医学实践和健康问题中的权力问

题以及导致人类健康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因素。三是

生物文化视角，即采用将生物和文化视为一体的态

度研究健康问题。推崇这一观点的西方人类学家认

为，现代科学将身心视为一个两元对立的存在实属

错误，原因在于生物性的作用和以文化为基础的认

知难以分开。同时，疾病和健康的意义既有普遍意

义，也有具体的、地方化的、受到文化情境限定的特

殊 意 义 （Ｈａｈｎ　＆ Ｋｌｅｉｎｍａｎ，１９８３；Ｋｌｅｉｎｍａｎ，

１９８８；凯博文，２００８）。四是建构主义视角，即考察身

心问题如何被医学化或社会问题如何被盖上疾病的

标签加以处理。在这一视角下完成的实证研究针对

了脑死亡的概念如何推进了器官移植手术的问题以

及创伤后应激障碍如何在越战后的美国精神医学界

得以承认并成为公众接受的一种新型精神疾病

（Ｌｏｃｋ，２００１；Ｙｏｕｎｇ，１９９５）。

在今后发展中，中国医学人类学还需要更加珍

惜中国的医学多样化所提供的丰富研究素材并将之

作为医学人类学的宝库继续加以开发。同时，在中

国社会转型和疾病转型中有很多重大问题将医学实

① 即在美国出版的《医学人类学季刊》（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文化，医学与精神医学》（Ｃｕｌｔｕｒ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ｎｄ　Ｐｓｙ－
ｃｈｉａｔｒｙ）及《医学人类学研究》（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在
英国出版的《社会科学与医学》（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医学人
类学》（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人类学与医学》（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及《民族生物学与民族医学》（Ｅｔｈ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 Ｅｔｈｎｏｍｅｄｉ－
ｃｉｎｅ）；在德国和荷兰出版的《民族医药杂志》（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ｔｈｎｏｐｈａｒ－
ｍａｃｏｌｏｇｙ）以及《全球变迁与人类健康》（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Ｈｅａｌ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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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和文化问题连接到一起，可以使中国医学人类学

研究具备更强的社会相关性。另外，医学人类学的

研究和人才培养机构在数量上尚待增加，机构能力

尚待提高。

推动中国医学人类学进一步发展的另一个关键

是选题问题。例如，健康差异与民族差异可以从健

康的社会梯度理论加以研究。在不同阶层和不同民

族中所发生的吸烟或酗酒问题可以从健康行为与文

化理念的角度加以分析。保胎孕和坐月子的习俗与

妊娠期和产褥期女性疾病的关系也非常值得研究。

其他选题包括性病的传播与社会网络的关系、民族

药物学、健康促进、流动人口的就医方式、患者权益

保护、人们对疾病风险的认知及涉及疾病的社会歧

视。这些选题连接着医学人类学所关注的重大问

题，如医学或医疗体系的多样性、疾病的文化建构、

健康的社会梯度、过度医学化以及医学实践和就医

行为背后的文化理念。

另外两个有意思的选题涉及民族杂居区和农村

水污染。众所周知，中国有相当数量的多民族杂居

区，呈现着多元文化的共存和多种宗教信仰的并行。

以刘夏蓓研究的青海省德恒隆乡的卡力岗人为例。

作为一个特殊回族群体，卡力岗人自称是一个从藏

族变为回族的民族，在日常生活中有讲藏语的卡力

岗人，也有讲汉话的卡力岗人。在恒隆乡既有完全

的穆斯林村落，也有藏回杂居的村落，还有彻底的藏

民村落。可见这是一个回族文化、藏族文化和汉族

文化同时发生影响的民族杂居区。就恒隆乡而言，

这个地区起码有五种医疗体系并存，即藏医、回族医

学、现代医学、传统中医及各类民间疗法。在这样的

地区从事医学人类学研究的意义在于丰富而又复杂

的医疗体系多样化所导致的就医行为多样化，从中

可以挖掘文化多样性对人们身心健康的左右和传统

医学与现代医学并存的意义（刘夏蓓，２００４）。至于

水污染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突飞猛

进。伴随这一飞跃而来的是环境污染的恶化。尤其

是在苏南等经济发达地区，水资源受到了前所未有

的污染。初步的研究已经发现了一个从外源性污染

到内源性污染的变化（秦红增、陈阿江，２００９）。外源

性污染即工业污染，从外部威胁到村庄的内部生活；

内源性污染则指源于农民自身生产和生活的污染。

内污染的发生一定同农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

及集体行为的转变密切关联。对这些影响农民健康

问题的研究应该是人类学家的强项。

四、结语
医学人类学对人类健康的最主要贡献在于支撑

广义人类学的两个核心理念，即整体论和文化相对

论。对医学人类学而言，整体论的意义在于将所探

讨的问题放在一个多重因素的范畴加以对待，既要

关注共时性问题，也关注历时性问题，既要分析生

物或生理的因素，也要分析社会文化因素。例如，

２００６年之际，中国农村居民前五种死因分别为恶性

肿瘤、脑血管病、呼吸系病、心脏病、意外损伤（包括

中毒）。而何群女士在２００６年出版的研究揭示，意

外损伤在鄂伦春人中为第一位死因，以冻死、自杀、

溺水、枪支走火为主，而且通常发生在酗酒期间。若

从考虑减少意外死亡的角度出发，预防酗酒导致的

意外伤害必定首当其冲。但鄂伦春人的严重酗酒问

题并不是能够依靠某个单一的公共卫生策略就可以

解决。根据何群的研究，鄂伦春人酗酒、自杀和其他

意外死亡问题的严重程度与该民族的文化生存危机

和环境生存危机密切联系，达到一个难以分别处理

的地步。她的研究充分说明了使用整体论分析健康

问题的必要，同时也暗示着鄂伦春人的健康状况处

在一个可能根本无法摆脱的陷阱（何群，２００６）。

在坚持整体论的同时，医学人类学研究还要弘

扬文化相对论，以突显文化多样性的现代意义。对

自然科学家而言，生物多样性对于物种保存和人类

生存的重大意义非常容易被认识到。但文化多样性

的意义在自然科学界并不能像生物多样性那样得到

普遍认同。所谓的文化多样性就是不同民族或群体

借以表现其文化的多种不同形式，属于人类社会的

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例如，不

同的传统医学非常明显地体现着人类应对健康问题

时表现出来的文化多样性。即便在现代西方医学为

强势的国家和地区，传统医学的生命力仍然旺盛，有

很多人依然热衷于使用传统医学应对疾病的困扰或

依据传统医学的理念维持自身健康。同时，文化差

异必定表现在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医患沟通和就医

行为等方面。以中国大陆医学人类学家胡军先生的

研究为例。在检查美国一家儿童医院多年积累的病

例后，他发现从东南亚移民到美国的苗族儿童与黑

人和白人儿童相比，阑尾炎穿孔的比例最高，其根本

原因是医患沟通障碍和疾病认知差异导致了很多苗

族患儿不能够及时就诊。在他的博士论文中，胡军

更系统地分析了苗族移民在美国所经历的健康认知

冲突，同时指出了美国医务人员和法律权威由于缺

乏对东南亚苗族文化的理解导致了一系列关系到健

康问题的错误判断 （Ｈｕ，Ｊｕｎ，２００１；Ｈｕ，Ｊｕｎ，

２０００）。

总之，整体论是一个认识方法论问题，目的是

为了避免只见树而不见林的认知错误。而文化相对

论是一个原则立场问题，目的是为了防止将某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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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所代表的价值体系、行为准则或制度化安排作为

强求其他文化必须攀援的门槛。整体论和文化相对

论的有机结合当属人类学的灵魂，同时充当着人类

学家迎战文化偏见、民族歧视以及民族中心主义的

利器。

［鸣谢］在本文撰写过程，庄孔韶、罗红光、张小

军、刘夏蓓、秦红增、郇建立对初稿提出了很多建设

性意见，对最终稿的形成有很大帮助，笔者在此表示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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